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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建构
———音乐声学视域下闵惠芬音响资料再审视

■ 张 超

［摘 要］立足于传播符号学、音乐声学的交叉视域，以闵惠芬音响资料的系统阐释为基点，可延
伸出一种以“闵式”二胡传播符号( 能指、所指) 为核心构想的学术空间。在概念谱系、
机制要素、逻辑体系的思考与磋议下，构建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中“声学图谱—传播符
号—文化内涵”的三维模式，能够揭示声音表征与技法样态、文化隐喻之间的动态互寓
关系。对此，还可以借助声学分析工具提取声音特质，运用符号互动理论解析音响符号
在文化传播中的重构过程，通过音响符号的编码、解码理念实现传播符号生成中的数据
化采集与视觉化转喻。这种质化、量化互嵌的研究形式将为“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框
架之构设注入活力，促其从传统的经验描述范式向当下的模型建构范式转型。

［关 键 词］闵惠芬音响资料 传播符号学 音乐声学 音乐定量研究 音乐风格

自 20世纪 80 年代起，闵惠芬二胡艺术研

究开始成为音乐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且其学

理演进轨迹呈现出典型的传播扩散特征: 从初

期学者个体的“以点成线”式探索，到后期学术

共同体的“由线及面”式拓展，最终构建起涵盖

声腔化理论、美学体系、教学传承、创作分析、口

述史研究等多个维度的知识网络。而就当下

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又面对一个新问题: 在历

经四十余载的全方位观照后，如何突破既有研

究框架的“学术茧房”，并在学科边际处开掘新

的学术增长点。对此，传播符号学与音乐声学

视域的结构性缺位显然是当下研究的短板所

在。不过，跨学科链条的“断裂”状态也为建构

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创造了理论势能。另外的

一个客观现状是，面对 2014年闵先生逝世后遗

存的 122 首二胡作品的音响资料，①学界尚未

构建起系统化的数字分析框架。

据此，笔者出于三个方面的主旨撰写本

文。第一，立足传播符号学、音乐声学视域，

提出一种使音响标本命题化、理论化的学术

构想———“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第二，在本

土理论阐释基础上，引入索绪尔的“符号二

元”、霍尔的“编码—解码”、塔拉斯蒂的音乐

符号分层等理论，将音响材料研究提升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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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数据来自闵惠芬艺术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
详情参见张丽:《弦歌不辍 芳华灼灼———第
二届“闵惠芬艺术周”述评》，《人民音乐》2023
年第 12 期。



化符号层面，在研究中设计“声学图谱—传播

符号—文化内涵”的三维交互模型。第三，尝

试在具体方法论层面突破传统人文阐释的单

向度模式，建立科学实证与人文解释的对话

机制———笔者将通过频谱分析提取相关声音

的特征参数，形成可量化的听觉基因编码库，

并运用符号互动理论解析声学符号在文化传

播中的重构过程与根本意义。

一、“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之
“何为”

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符号二元论来看，建构“闵式”二

胡传播符号体系，是与“能指—所指”的二元

结构相对应的，可以在音响表征与背景隐喻

的互动中实现从具体演奏技法到抽象文化象

征的符号跃迁。同时，借鉴芬兰符号学家埃

罗·塔拉斯蒂( Eero Tarasti) 的音乐符号分层

理论，又能够通过声谱可视化分析与文化记

忆建构的互证，形成独具方法论价值的符号

分析范式。

( 一) 概念磋议———“闵式”

二胡传播符号

在传播符号学视域下，“闵式”作为二胡

艺术的一个能指系统，已突破专名指称的原

始功能，在社会传播中发生语义增殖，并演化

为一种携带精神象征意义的、强理据性的文

化符号。结合音乐声学视角来看，“闵式”二

胡传播符号的生成过程遵循“物理振动→神

经编码→文化认知”的转换路径，由此成为一

种集声学参数、感知模态、文化基因于一身的

意义聚合体。若对此作进一步延伸，则可以

依据赵毅衡提出的“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
的感知”①的凝练定义，将“闵式”二胡传播符
号视为一种对闵惠芬的二胡演奏在传播中之

意义的感知———这种感知以闵先生的演奏的
声音特质( 客观: 声音自然属性) 、音乐形象
( 客观—主观: 由声音质料引发的人体感知) 、

审美意蕴( 主观: 思想内涵) 为核心要素。

这里，不妨对这三个核心要素稍作解说。

第一，“声音特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振动的
声波，主要表现为物理领域的频率及其谱系、

时值、声压，以及特定技法中的声音频度和潜
在层面上的量变( 加) 速度，在听觉表征层面

分别对应音高、音色、音长、音强、音符次数和
非匀速变化感。② 第二，“音乐形象”可分为两
种:一是在客观层面，即以乐句、乐段或乐曲等
声音质料为有机组合体而被确立的声音形式;

二是在主观层面，即人体生理机制在声音刺激

下产生原始冲动并形成的潜在感知印象，包含

直接性的听觉映象( “听感觉形象”) 和间接性
的视觉映象( “视表象形象”) 。③ 第三，“艺术
意蕴”是一种偏向主观范畴的思维认知，即人
体在生理本能反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
纳、理解、判断等一系列意识活动对音乐的思
想情感和精神内涵产生的一种领会。

对此，可以结合索绪尔和塔拉斯蒂的观

点给出分析。索绪尔提出了“我们把概念( 所
指) 和音响形象( 能指) 的结合叫作符号”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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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
界》2013 年第 6 期。
下文会对将听觉表征层要素作此归纳的具体缘

由有所阐述。
修金堂: 《音乐形象说》，《音乐研究》1998 年
第 1 期。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
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
书馆 1999 年版，第 102 页。



定义，塔拉斯蒂则提出“所有音乐模式都可以

区分为两个层次”，即“能指层面———音乐被

聆听、物理刺激、音乐材料”和“所指层面———

概念、思想和音乐引起的情感”①，而我们给出

的分析是: 在音响材料的符号化过程中，形成

了“物理→生物→文化”的三级转化路径，串

联了能指、所指的结构区块。其中，声音特质

直接指涉物质性的存在内容，属于符号形体

层面的“能指”范畴; 审美意蕴源于人的心理

感知和思维活动而形成，属于符号含义层面

的“所指”范畴; 音乐形象则与前两者不同，它

因为兼具客观声音形式( 声象) 和主观感知映

象( 听象、视象) ，所以属于符号含义层面“能

指”“所指”重叠的范畴。当然，基于二胡演奏

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出的“中国属地”的标签

性，“闵式”二胡传播符号已经突破了个体能

指的局限，升华为一种蕴含民族音乐话语的

典型范式。

( 二) 框架构设———符号循环链
与建构层级

若借鉴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 Allan

Merriam) “概念—行为—音声”的理论路数来

看，“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不管置于哪种符号

概念的逻辑体系之下，其建构焦点都必然始

于而又不能止于声音表征———它既可回溯至

前一环节事项以反观演奏行为的技法样态，

亦可延伸至后一环节事项以阐释理性分析的

文化隐喻。其中，技法样态包括指法、弓法、

气息及体态举止的配合等，繁多的演奏技法

塑造了轮廓各异的声音表征; 文化隐喻则不

仅指在个人层面树立起一种二胡艺术丰碑式

的“闵式”精神象征，还可进一步延伸至由作

品形态层面映射出的社会、历史、民族、地域

文化含义。因此，把声学可视化这一因子嵌

入关于闵惠芬音响资料的学术实践，不仅将

为“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塑形带来一块逐层

进阶的学术透镜，也将为探索技法样态、声音

表征、文化隐喻等诸元素的互视关系做出一

种映像式钩探。( 图 1)

图 1 对“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生成的逻辑体系的示意

若对此继续拓展，将“闵式”二胡传播符

号放置在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 Ｒoland

Barthes) 的二级符号系统认知框架中，则其生

成机制也会呈现出双重符号化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符号系统( 物理—心理符号层) 中，声

波( 能指) 通过人体的机制转换成神经冲动信

号，由大脑的听觉中枢建构起特定的音乐意

象( 所指) ，完成从物理振动到心理图式的初

级符号化过程; 在第二符号系统( 文化—象征

符号层) 中，第一符号系统又在文化传播场域

内转化为这里的能指，指向历史、社会、文化

这些深层所指，与之形成互文关系。此外，双

重符号化的动态过程亦呈现出层级递归特

征，即第二符号系统的文化所指在被深度编

码后，也可逆向影响第一符号系统感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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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芬］埃罗·塔拉斯蒂: 《音乐符号学理论》，
黄汉华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71 页。



何况，音乐声学的跨学科介入，不仅在物理层

面解析了声波的振动样态，也为重塑文化符

号的象征边界奠定了客观基础。这种双向互

动机制揭示出“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本质特

征，即核心符码保持高度稳定的生成状态，但

亦可通过能指系统的相应调度实现文化记忆

的当代转译。

二、“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之
“何有”与“何以”

从符号指代的层面来看: 符号，首先是

以一个物质的、可以由人的感官( 如视觉、听

觉) 感受到的对象，来代表一个思想的对象、

一个抽象的观念，是思想和观念的感性的表

现。① 这一观点在对乐器音响符号的研究中

得到印证，即乐声的物理属性本质上也是人

类思想观念的物化载体。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腔”作为一个统摄音高、音色、力度等要

素的动态参数，其形态的连续渐变特征堪称

符号能指系统的基础构件，而“声腔化”的过

程则由此成为构建音响符号表征体系的核

心机制。同时，从符号的“所指”部分来看，

对人的感知而言，音乐音响也是一种具有一

定形式的、能够被知觉的、含有某种意义的

文化载体。② 据此，笔者展开对“闵式”二胡

传播符号“何有”( 由何构成) 与“何以”( 如何

存在) 的探讨。

( 一) 符号构成———“能指”与“所指”
在音响符号中，符号“能指”即声音的物

质要素( 声音印记) ，是符号意义生成与衍展

的物质基底。就“闵式”二胡传播符号而言，

对声音印记的微观描绘主要依赖于主体演奏

行为产生的实际音响，而对意义的阐述则需

要一片以此为基的“文化透镜”。闵先生作为
中国传统音乐领域的一位集大成者，对这片

土地上的各类民间音乐均有广泛的缘身体

悟，还特别在“声腔化”的实践中借鉴了京剧、

昆曲、越剧、粤剧、沪剧、黄梅戏等戏曲剧种的
唱腔，并在演奏技法上吸纳了古琴、京胡等乐
器的相关经验以及广东音乐( 特别是潮州音

乐) 、江南丝竹、苏南吹打等民间乐种的精
华。③ 可以说，她是通过对民间音乐元素的糅
合式运用，塑造了独特的声响轮廓、意蕴品格
和精神气质的。下面，笔者结合自身的研究
路径稍作展开。

1．机制要素
在明确了符号的“能指”“所指”的学理属

性后，厘清概念在特定学术范畴下指向的要

素，并实现音响材料的符号化映像，就成为研

究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包括二胡表演在内
的声音要素的聚合再现，在本质上是一种信

息编码过程，其符码包括了音响本身( 可听)

的信息和与之相关的非音响( 不可听) 信息。

正如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认为的:“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
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

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

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

作而组织起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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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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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静轩:《音乐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传统
民间音乐研究———以青海花儿为例》，《青海
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
黄汉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及意义之符号学
思考》，《音乐研究》2005 年第 4 期。
侯太勇:《史学视角下的“二胡演奏声腔化”》，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
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5 页。



值得注意的是，声音符号化的信息要素

应在学理层面予以明确。关于“能指”层面，

我们不妨从最具代表性的“声腔”概念来看。

若仅就汉族传统音乐体系而言，可以援引沈

洽先生的论述:“广义来说，凡带腔的音，都可

称为音腔。所谓腔，指的是音的过程中有意

运用的，与特定的音乐表现意图相联系的音

成分( 音高、力度、音色) 的某种变化。”①若扩

展至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拙文《音腔的图像

生成———黔东南侗族牛腿琴“技法母语”的可

视化分析》②可以为例: 该文对“音腔”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作了特定族性、域性下的再度思

考，基于少数民族乐器所奏“音腔”形态具有

的量值变化的非匀速性、非均分性等特征，在

以沈洽先生最初所提的音高、力度、音色三个

成分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观照了长度、频度

和( 加) 速度的辅助性统计要素。有鉴于此，

在“闵式”二胡传播符号“能指”层面的信息编

码中，可以将其机制要素分为长度、高度、力

度、频度、( 加) 速度、音色等方面，且包含各要

素之间的互拟关系。在信息符码化过程中，

“闵式”独特声响的自然属性作为显在编码因

子，为符号体系的机制构成奠定了基础。因

此，无论是前置性游离音高、模拟性音色，抑

或伸缩性音值、瞬变性音强，都说明对时段性
“动态音响”的剪切和对瞬时性“静态音素”的

拼贴是符号编码和解码的必要举措。

与之相应，听觉符号的“所指”层面隐含着

复杂的文化结构，且其信息编码需要依赖于

“能指”部分。我们说，任何一部音乐音响作

品，其音响符号的意义总是会与它赖以产生和

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阐释系统发生

密切的关系。③ 换言之，声音信号作为具有某

种象征性的意义载体，在建构界限和参数的编

码过程中已经潜在蕴含了声音所对应的特定

文化语境的符号意义。正因如此，霍尔围绕符
号的解码阶段表示:“解码的意义‘产生效果’、

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
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
为结果。”④若以此思路作一投射，则对“闵式”

二胡表演艺术的( 音响) 二度创作而言，符号的

建构和解读不能囿于“能指”层面的声音要素，

还要对“所指”层面的文化意义作出符码设定。

尤其是在把“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个体单元
以还原、复位的形式嵌入其所属的文化语境之
中时，我们可在带有“母体”性质的历史和社会
环境中对其带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音
响价值和意义进行“循迹”。

2．视觉转喻
音响是演奏( 演唱) 主体音乐操作行为的

结果，具有抽象性、即时性、流动性等特征，因
此，纯粹的语言阐述与声音信号参数在语义

性和非语义性的构成要素上都难以形成直接

的对等关系。对“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建构
而言，声学图谱的制作是一件促其走向视觉

性、具象性、永久性的“利器”。在此尤须提及
的是，音乐声学又称为音乐音响学，是一门研

究音乐声音的产生、传播、接收及其对人的影
响的科学，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音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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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 年
第 4 期。
张超:《音腔的图像生成———黔东南侗族牛腿
琴“技法母语”的可视化分析》，《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2023 年第 3 期。
黄汉华:《文化阐释系统中的音乐符号的意义彰
显》，《音乐艺术( 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
第 1期。
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48页。



研究的基础学科，①故其应用价值可以体现于

使声音样态在“演奏技法—音响听觉—图像

视觉”的转换中变得有迹可循。

从原理的层面看，声学图谱是在用一种

有序、理性的量化方式摹写“无形”的声音组

织结构，让作为符号本体的音响材料朝着符

号喻体的方向得到图像化再现。在性质层面

上说，结构图让符号的形体表征了符号对象

的变化状态，在外部形态简化的基础上赋予

抽象概念以一定的结构属性。正如著名语言

学家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 认为的:

“像似符号可以不必依靠对象的实在性，其对

象可以是纯粹的虚构的存在。”②同时，就其提

到的符号的“像似符 /指示符 /规约符”三分法

来看，声学图谱也更接近像似符，能呈现出

“结构像似”( “图标像似”) 的主体特征，并且

不乏文化概念和意义层面的隐喻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声学图谱的制作主要

侧重于音色测量与分析的层面。例如，运用
“通用音乐分析系统”( GMAS) ③等工具，通过

离散傅里叶变换将声音信号从时间域变换至

频率域，从频率、振幅、时间三者的函数关系中

提取相关参数，绘制成频谱图。又如，运用
Adobe Audition、Solo Explorer、Speech Analyzer

等软件的视觉化功能，对音高、力度元素的微

观样态予以分析。再如，运用 Vmus． net 音乐

表演可视化分析在线平台④采集音乐音响的

速度、力度等参数，在对瞬态速度和平均速度

的统计中完成对音乐节奏伸缩的测量。此

外，还有 Open Music、Audio Spectrum Analyzer、

Soundforge、Psychoacoustic Analyzer、Steinberg

WaveLab等软件可用于显示频谱、波形、相位

图、音量电平等可测内容。⑤

所以，在“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视觉化剖

析中，还应加强对变量之间的有机交互关系的

解析，甚至可以尝试将各要素形态的轨迹图聚

于一体，促使声学图谱从二维、三维的存续状
态进阶至四维模式，在关于声学显微化、数据

化与精准化的探索中，实现多维变量关系图的

新型绘制。可以说，在以单音的微观量变为内

核、以线性旋律为有机整体的分析视角中，声
音元素的分类拆解和有机聚合，是保障我们从

中完整提取特质元素并实现其符号化转换的

重要手段，其理论秩序的建立不能脱离“微观

入手—宏观把握”的互嵌思路。

( 二) 符号存在———“共时”与“历时”
索绪尔区分“语言的共时研究( 静态语言

学) 和历时研究( 演化语言学) ”的做法在语言

学界颇具影响，但这种区分横向与纵向的观照

理念并非专属于某一学科。一旦我们把一种

对符号的整体认知放置于特定时空之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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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元:《当代中国音乐声学研究述要》，《中国音
乐学》2005 年第 2 期。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 ( Cam-
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 ) ，
p． 531 ．
GMAS是“通用音乐分析系统”( General Music
Analysis System) 的缩写。该软件由韩宝强先生
主持研发，仅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当前
采用版本为 1999 年的 2． 0 版，适用于乐器及人
声音色、律制等内容的分析。详情参见张超:
《音腔的图像生成———黔东南侗族牛腿琴“技法
母语”的可视化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3年第 3期。
Vmus． net音乐表演可视化分析在线平台主要
由杨健先生及其团队工程师共同设计开发，

2014 年上线 1． 1 版，2021 年初上线 2． 0 测试
版。详情参见张超: 《音腔的图像生成———黔
东南侗族牛腿琴“技法母语”的可视化分析》，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
冯勇:《音乐频谱分析与频谱分析软件》，《音乐
传播》2013 年第 3 期。



时、共时的双重维度就会成为窥探其轨迹变化

的“隐在坐标系”的两轴。“闵式”二胡传播符

号亦是如此，它在学术横比和纵比的渐显与渐

进脉络下，既有群体从横向轴线上凸显出的风

格独成一派的现象，也有个体从纵向轴线上催

生出的演奏技法的蜕变历程。因此，对其音响

材料进行回溯考察和文化解读，必然是颇具意

义的研究举措。下面对此稍作展开。

1．横向维度之参照

在横向的音响文本互文关系中，音响文

本的建构表现为对同时代音响文本的拼合、

吸收、改造; 这使其一方面与同时代的音响文

本保持某种音响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拼合、吸

收、改造中偏离后者，从而彰显其新的音响文

本价值。① 可以说，在音响材料特征提取工作

的共时性分析中，无论是显性的听觉感知还

是隐性的组织结构，对音乐元素共异性的探

讨始终无法排除比对视角的介入。若想从与

众多相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的二胡演奏家的

对比中提取出“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独特因

素，需要将演奏家个体放置于群体之中，通过

对音响数据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的横向对比

来达成分析目标。

例如，《江河水》就是一个经常被用作演

奏版本对比分析的曲目，相关研究对闵惠芬

与黄海怀、吴素华、蒋风之、于红梅、宋飞、胡

志平等演奏家的技法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参

照因素包括速度、力度、音色、弓法、装饰音

等。② 可以说，对不同演奏者演奏的相同作品

的横向比较，将为提炼“闵式”二胡演奏的弓

法、指法及音响感知特征给出定性式归纳，为

听觉符号的可视化探索提供学理基础。此

外，在诸多以《二泉映月》《新婚别》《长城随

想》《寒鸦戏水》等曲目为个案进行演奏版本

分析的文献中，“闵式”音响材料亦成为听觉

符号建构的重要剥离对象。③

整体来看，在立足于对闵先生演奏曲目

进行横向比较的文献中，学者更偏重于二胡

演奏技法层面的主观性分析，并未充分考量

音响形态的微观式、定量化因素，而这些因素

往往是支撑前者的客观力证。因此，在追求
“闵式”二胡音响材料可视化的学术进程中，

仍离不开立足横向维度的对比视角: 应进一

步关注声源数据的搜集、统计和分析，以对海

量数据的处理去更加精准地寻觅独特的演奏

技法，并更加准确地提炼声音特质、音乐形

象、审美意蕴。同时，相关研究领域还有必要

加入聚类分析理念，通过系统地衡量不同数

据源之间的异同，将具有相似属性的对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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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华: 《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音乐研
究》2007 年第 3 期。
详见王钇人:《二胡曲〈江河水〉两种演奏版本
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3
年。韩静:《二胡曲〈江河水〉的谱本与演奏版
本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武汉音乐学院，2013
年。陈玥:《二胡曲〈江河水〉不同演奏版本的
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聊城大学，2017 年。
李敬宜:《二胡曲〈江河水〉三种演奏版本的对
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2 年。
兹举几例。陶亮:《二胡曲〈二泉映月〉演奏版
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音乐学院，2014
年。包艺冰:《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四种演奏
版本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央音乐学院，2016
年。邢静容:《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三种演奏
处理的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
2023 年。史心怡:《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
关山行〉演奏特征比较研究———以闵惠芬、宋
飞、于红梅演奏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
范大学，2023 年。刘华:《二胡协奏曲〈长城随
想〉第三乐章演奏版本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山东大学，2024 年。李芸:《“海湾遗珠弦舞
新潮”: 二胡改编曲〈寒鸦戏水〉不同演奏版本
的分析及思考》，硕士学位论文，星海音乐学
院，2021 年。



类至同一簇中，以此反向观测特殊听觉符号

的分类构成及其典型程度。在此基础上，可

以将通过审视技法样态、音响表征得出的要

点拓展至文化隐喻范畴，注重“闵式”艺术精

神的提纯和塑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隐喻

作为符号学领域内一种将相似性概念进行跨

域映射的语义交互方式，承载了在从“原始

域”向“再生域”的过渡中由简单化到复杂化

的意义转向。总之，我们在提取、观测和分析

音响材料的“细胞”结构时，就已经为对符号

的文化隐喻的认知架起了一块可以窥探基础

素材的透镜。

2．纵向维度之比对

在纵向的音响历史文本中，文本建构表

现为对先前文本的拼凑、吸收、改造，这使音

响既与先前的音响保持着某种关系，又在前

述操作中偏离先前的音响，从而彰显其新的

音响文本价值。① 由此引申，若将音响材料放

置于时间维度的载体中予以审视，则不仅能

纵览“闵式”二胡传播符号所囊括的音响材料

遗存的历史始末，还可望在对闵先生的操琴

行为和艺术境界的阶段性对比中登上学术观

测的一种“制高点”。

例如，“声腔化”理论的实践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闵先生自 1975 年提出这个想法

后，付诸余生进行了思考与实践。她在人生

不同的阶段，演奏技术、艺术风格特征乃至关

于音乐表达的思想认知都有一定差异。以此

观之，“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也不能仅停留于一

种静止、定格之态，而应在历史纵轴上呈现出

流动、赓续之象。以闵先生演奏的《江河水》为

例，其演奏境界可谓至少经历过三次升华，上

了三个台阶: 第一次，20 世纪 70 年代，她对该

曲目的“文本”解读表现为“无家可归、有怨难

诉”“纤夫苦难生活”“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

旧社会买卖小女孩”三种情景; 第二次，2000

年，她赴美录制同名专辑，感慨中说道“内心痛

彻肺腑，很长时间都浑身颤抖，无法平静，我超

越了自己”; 第三次，2008 年，她对曲目的理解

转化为诗篇，即“江水呜咽，凄厉声声，夫君归

啊，泪祭亡魂……”②显然，闵先生对该曲目的

认知经历了“模拟原创—忘却原创—自我再

创”的转变。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突破了

曲作者原设的框架，以听觉符号的形式融入

并强调了二度创作中的自我感悟。

从学理层面看，无论横向维度之参照抑

或纵向维度之比对，传播符号的塑形均基于

“浅层—深层”的结构互转机制而实现，从而

在复杂的逻辑体系中呈现出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关系。这种兼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符号解

码不仅揭示了个体艺术生命的成长轨迹，更

为传统艺术符号的当代转译提供了范式参

照。我们若要为“闵式”音响资料抽离出一条

传播符号的动态建构链，即可由上述认知和感

悟去反观闵先生的个体行为及其结果的诸多

方面。尤其是考虑到随着她的技法操作从模

拟式( 拘谨性) 不断向创作式( 自由性) 漂移，与

之相应的声音表征也为之改变，应该说以此为

基的符号“能指”要素对“所指”层面的隐喻

的体现也逐渐趋于丰富。正如苏珊·朗格( Su-

sanne K． Langer) 所说:“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

符号中，符号的意义弥漫于整个结构之间，因

为那种结构的每一链结都是它所传达的思想

的链结。而这一意义( 更确切地说，是非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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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符号的意义，即有生命力的内涵) 则是这一

符号形式的内容，可以说它与符号形式一起诉

诸知觉。”①

三、“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之
学术反思

回顾学界研究闵惠芬二胡艺术的历史脉

络，可以说它呈现出了一种学理主脉和支脉

都不断延伸的发展态势。然而，在提倡“学术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潮流中，我们还要力求在

研究中不断发现新材料，采用新视角，提出新

观点，总结新方法，开拓新维度，引领新范

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审视中找到一些带有

先见性、突破性的基点。尤其是在学术范式

交叉融合的转型背景下，应该说，一种“声学

图谱—传播符号—文化内涵”三维交互的研

究模型亟待构建。下面择要稍作展开。

( 一) 音响材料之聚合应用

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存在一对概念———“语

言”和“言语”: 语言指的是话语的语法和结构，

在音乐领域中则指乐理法则以及音乐文化的

结构;言语指的是人类谈话的具体内容，在音

乐领域中则指具体的演唱( 奏) 等活动。② 以此

侧观，要提炼“闵式”音乐语言的构成机理，就

无法脱离对“闵式”音乐言语的系统化整理、分

析和归纳。同时，若把这里的对音乐言语的探

讨看作对器乐演奏艺术的听觉符号的建构，其

关注对象就更有必要投向显性声音表征元素

的主体部分，以利于在对音响材料的声学研究

中实现“听觉—视觉”感官形式的接续转换。

在听觉符号的认知图式中，对音响材料

之观测的细枝末节越多，就越能保证理论分

析的原本性和纯正性。特别是在认知最小单

位的声音元素时，若允许以可视化为主的具

象分析手段和以数据统计为主的定量分析手

段介入，将在方法论层面上增强理性主义、实

证主义的“加持”。在把声学、语音学软件应

用到“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研究中时，需要

聚合闵先生已录制的传统曲目、现代曲目、流

行歌曲等诸类内容的音频或视频资料，并着

重考察她以民歌、戏曲、器乐为基础而创作、

移植、改编的大量作品。同时，如果结合美国

文化学家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的观点
“代码依靠惯例或规则进行组合操作，它们的

基本单位是符号，都体现某种可确认的社会

或传播功能”③来看，我们有必要对此建构一

个以图像为载体的“声音编码 +文化凝缩”系

统，以通过符码转换机制完成声音解码、本意

复位与文化传播。当然，任何对个体或群体

的声响可视化对比分析，均不能忽视“以人为

本”，也就是不能忽视人的实际听感和心理反

应。换言之，在以数据为先导的符号建构和

解读中，不能忘记结合文本阐释和人体感知

之间存在的那种依附、呼应关系，而是要建立
“理性—感性”彼此兼顾的双维度研究理念。

( 二) 多元视角之互渗耦合

从本文所采用的将传播符号学与音乐声

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看，“闵式”二胡传播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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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
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63页。
魏琳琳:《音乐符号学》，《民族艺术》2023 年
第 2 期。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 过程与符
号》，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5 － 56 页。



的建构，绝非一个局限于自然或人文或社会

领域的特定学科的论题———在本质上说，它

应该成为一个关涉多模态符码系统的跨学科

意义生产场域。这个符号系统( 或说体系) 要

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的边界，形成以“编码—

传输—解码”为核心机制的传播链条。其中，

位于编码端的声学参数通过可视化手段被转

译为音乐符号，而符号会在传输层表现出形象

化的能指与意涵化的所指，又在解码端通过受

众群体的审美惯习去重构符号的所指。因此，

“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研究不仅需要音乐表演

学的有力支撑，还要针对具体研究的问题在指

向上的偏重，广泛融入来自传播符号学、音乐

声学，甚至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

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

的理念，以跨学科的举措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

和藩篱，以“学科共同体”的俯瞰视角实现对某

种定向论题的整体性审视和观照。

可见，在当今学科大融合的背景下，“闵

式”音响资料研究的态势不仅是视角多元的，

更是讲究范式重构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关

于演奏技法、“声腔化”、美学思想等的专题性

研究中，还是在围绕“闵惠芬现象”、“闵惠芬

时代”、“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等的带有姓名指

代和问题指向性质的研究中，音响材料都是

展开话题时一个不可忽略的支点。此外，转喻

和隐喻作为一类语言学修辞手法，可以在听觉

符号的建构中成为描述声音表征、阐述抽象概

念的扩展手段，使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形成彼

此映射、互动的密切关系，从而为建立受主体

认知影响的概念的结构及意义提供一种互通

渠道。把“闵式”二胡传播符号放置于更宽泛

和更宏大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予以学术凝

视，无疑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声响与技法、

技法与人物、人物与文化的互寓关系。

小 结

综上，基于音响资料阐释的“闵式”二胡
传播符号研究，具备开展系统性建构的学术

空间———我们可将其描述为一种以闵惠芬二
胡演奏的声音特质、音乐形象、审美意蕴为核
心要素的，对发生在传播中的意义的感知。

同时，结合音乐声学的视角，又可建构一个以

图像为载体的“声音编码 +文化凝缩”系统，

并通过符码转换机制完成声音解码、本意复
位与文化传播。在对相应的概念谱系、机制
要素、逻辑体系进行思考与磋议之后，或可得
到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就“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能指”

层面而言，无论是前置性游离音高、模拟性音
色，还是伸缩性音值、瞬变性音强，独特声响
的自然属性都是显在的编码因子。对时段性
“动态音响”的剪切和瞬时性“静态音素”的拼
贴，都可以成为符号编码和解码的必要举措。

第二，就“闵式”二胡传播符号的“所指”

层面而言，声音信号在社会象征、文化语境方
面具有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把“闵式”二胡
传播符号的个体单元以还原、复位的形式嵌
入到其所属的文化语境后，可在有“母体”性
质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更好地把握其带有时
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音响价值和意义。

第三，声学图谱以其量化的方式，理智有

序地摹写了非实体的声音组织结构，图像化

地再现了作为符号本体的音响材料的一种符

号喻体。“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也完全能以视
觉转喻的形式完成其编码、解码程序，而声学
图谱将在其间成为一处连接着多个学术端点

的互寓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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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把对一类符号的整体认知放置

于特定时空中之后，历时、共时的双重维度即

会为窥探这类符号的变化轨迹提供隐在坐

标。“闵式”二胡传播符号既能在“横轴”上凸

显“闵式”二胡艺术风格独成一派的现象，也

能在“纵轴”上刻画出其演奏技法的蜕变历

程。这两个维度上的传播符号塑形，均是基

于“浅层—深层”结构互转机制而出现的，从

而在复杂的逻辑体系中呈现出内容与形式的

统一关系。

当然，尽管“闵式”二胡传播符号为技法

样态、声音表征、文化隐喻之间的互视关系提

供了一块“学术透镜”，但此间仍有不少方面

的话题尚待学者反思，比如音响材料之聚合

应用、多元视角之互渗耦合等。为了在人文

类、社会类、自然类学科的多维交互中推进对

闵惠芬二胡艺术传播的理论研究，相关人士

仍须以多模态的审视方式和互联互构的学术

思维不断对此予以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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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ymbols of the“Min Style”Erhu: A Ｒe －Examination of
Min Huifen’s Audio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Acoustics

Zhang Ch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music acoustics，
starting from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in Huifen’s audio materials，we can see the academic space
for proposing a “Min style” erhu communication symbol ( signifier，signified ) concept．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conceptual genealogy，mechanism elements，and logical system，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acoustic spectrum – propagation symbol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in Min Huifen’s erhu art research，revealing the dynamic interpenet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representation，technique form，and cultural metaphor． In this regard，acoustic analysis tools can also
be used to extract sound characteristics，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can b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ound symbol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concept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sound symbol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data-driven collection and visual metaphor in the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symbols． Th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terweaving research form can inject vitality into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the“Min style”erhu communication symbol，promoting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description paradigm to the current model construction paradigm．
Keywords: Min Huifen’s audio material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music acoustic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usic; music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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